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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事故后的海洋放射性排放和监测
研究进展
陈灿，李俊峰，王建龙

摘要 海洋放射性监测是保障海洋核环境安全的重要支撑。回顾了日本福岛核事故对海洋

的放射性排放特点、监测内容和监测结果，介绍了国内外海洋放射性监测工作，总结分析了

海洋放射性监测项目、监测布点、监测方法、监测设备、监测数据指导核应急响应等方面的进

展，为我国海洋放射性监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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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日本东部发生 9.0级大地震并引发海

啸，造成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事

故，大量放射性核素从电站释放到大气中，然后沉

积到陆地和海洋，也发生了向海洋的直接释放和排

放。在核事故应急阶段以及恢复阶段，福岛核电站

还产生了大量放射性污染水，带来海洋放射性排放

隐患。福岛核事故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洋核安全

的广泛关注。

1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的海洋排放和

监测

1.1 放射性物质向海洋的释放

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向大气的大量

释放主要发生在事故发生后的 2周内（2011年 3月
11—23日）。2011年 4月，放射性物质向大气的释

放不及 3月释放量的 1%，后期大气释放量进一步

降到更低。大部分大气释放沉积和弥散在北太平

洋。除了从大气沉积进入海洋的放射性核素外，还

有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厂址直接排入海洋的液体释

放和排放[4-5]。多个研究机构及专家学者对反应堆

堆芯状态诊断结果或环境监测结果进行了源项评

估。联合国原子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总结

出了福岛核电站主要放射性核素 131I、137Cs向环境

的释放量（表 1[6]）。林武辉[4]于 2015年总结分析

了 90Sr、3H等多种核素排入海洋的总量。根据《国

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手册》（2008版），日本福岛核

事故被定为7级特大核事故。

2011年 4月初，首次发现福岛第一核电站高放

射性污水泄漏造成临近海域海水放射性污染。事

故前，海水中 137Cs浓度大约为 1~3 mBq/L，事故后

距离核电站 30 km海水中 137Cs浓度达到 10 B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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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核电站不足 500 m范围内海水 134Cs、137Cs曾一

度达到 68000 Bq/L，131I超过 10万 Bq/L（2011年 3月
26日到 4月 8日）[2,5]。东电公司 2011年 4月 2日放

射性废液泄漏总量约为 520 m3，总活度约 4.7 PBq，
其中 131I、134Cs、137Cs 的活度浓度分别为 5.4×106、
1.8×106、1.8×106 Bq/cm3。之后还发生了数次放射

性污水向海洋排放的事件以及多起核电厂内的放

射性污水泄漏事件。

1.2 海洋放射性污染特点

日本福岛核事故对海洋的放射性污染表现出

如下特点。

1）短时、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海洋，大量释放

在数天、数周内完成[2]。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放射性物质总量（物质释放总量估算约 5200 PBq）
约 90%以上沉积于欧洲大陆。日本福岛核事故放

射性物质释放总量中大约 80%沉积于太平洋，主

要污染北太平洋，19%沉积于日本大陆，1%沉积于

其余欧亚大陆国家，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重的海洋

放射性污染事故[2-4]。

2）福岛核事故期间、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之

后的恢复阶段产生了大量放射性污染水。不仅在

核应急早期因泄漏造成海洋放射性污染，而且储存

的大量含氚及其他任何残留放射性核素的污染水

构成了液态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的隐患，是事故

后恢复阶段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受到世界关

注[1-4]。初步估算，福岛核事故当时产生近 20万 t放
射性废水[7]。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废液来源包

括：堆芯冷却水；场内高放射性废液储罐；场内放射

性积水；放射性废液处理后的含氚废水；每日大量

地下水流入厂房或周边产生放射性污水。上述污

废水对海洋环境带来潜在威胁[5,7-8]。

3）海水中的放射性物质被北太平洋环流快速

传输至很远的地方，且被高度稀释。所有模型研究

表明海洋中 137Cs的活度非常低[1]。海水中 137Cs随离

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距离而显著降低，这意味着日

本附近洋流有迅速稀释扩散与输运能力，同时也带

来了采样分析的困难。

1.3 海洋放射性监测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及其他多个国家开展了海

洋环境放射性监测[9]，这里主要介绍日本早期开展

的海洋放射性监测工作。表 2[5,10]列出了监测的样

品类型、监测范围、监测频次和监测核素种类等海

洋核应急监测数据信息。海洋监测范围按区域分

为 4类[5,10]：附近海域（距福岛第一核电站 30 km范

围海域）、沿岸海域（距离福岛县、宫城县、茨城县及

部分岩手县海域海岸线约 30 km的海域）、近海海

域（距离海岸线 30~90 km海域）以及外海海域（距

离海岸线约90~280 km及其外侧的海域）。

不同事故进程下，海水采样分为表层（海面下

1~5 m）、中层（2011年4—7月，沿岸海域采取水深的

中间位置，7月以后采集海面下100 m和200 m处）、

下层（海底以上 10~20 m），采样量为 0.5~60 L。海

底泥采集从海底表面到 3 cm深的湿重约 2~2.5 kg
的样品[5,10]。

事故早期，泄漏点附近海水中的放射性水平较

表1 福岛第一核电站主要放射性核素

向环境的释放量估算（单位：PBq）

核素

种类

131I
137Cs

反应堆1~3号
核素积存量

6000
700

大气

释放

100~500
6~20

向海洋的释放

直接

10~20
3~6

间接（大气

沉降为主）

60~100
5~8

表2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早期开展的海洋核应急监测

介质

海水

海底

泥

监测范围

附近海域

沿岸海域

近海海域

外海海域

附近海域

沿岸海域

近海海域

监测频次

约1次/天~1次/2周
约1次/周~1次/月（部分监测点只实施1次监测）

约1次/2月（部分监测点只实施1次监测）

约1次/3月或随时（部分监测点只实施1次监测）

约1次/月
约1次/月（部分1次监测）

约1次/2月

监测核素

全部监测点分析 134Cs、137Cs，部分监测点分

析 131I、89Sr、90Sr、238Pu、（239+240）Pu、总 α、总 β、3H；部
分监测点增加 54Mn、60Co、144Ce。检测到 238Pu监测

点追加 234U、235U、238U、241Am、242Cm、（233+244）Cm分析

全部监测点分析 134Cs、137Cs；部分监测点分

析 131I、89Sr、90Sr、238Pu、（239+240）Pu, 部分追加 89Sr、
90Sr、238Pu、（239+240）Pu、242Cm、（233+244）Cm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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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检测限高，取 1~2 L海水用高纯锗γ谱仪直接测

量1~4 h可以获得铯活度浓度。事故中后期，海水中

的放射性活度浓度逐渐降低，需要对海水富集后测

量，检出限随之下降。2011年 3—5月、2011年 5—7
月，131I检出限从 11 Bq/L下降到 4 Bq/L，134Cs检出限

从10 Bq/L下降到6 Bq/L，137Cs检出限从10 Bq/L下
降到9 Bq/L。

2010年福岛第一核电厂近海海域的本底值大

约为：海水中 137Cs为 1~2 mBq/L，海底泥中 137Cs约
0.7 Bq/kg（干重）；海产品中 137Cs约为 0.8 Bq/kg（鲜

重）。福岛事故后，外海海域 137Cs浓度 2年内降低

1~2个数量级并接近本底水平。福岛县近海海域

在核事故早期，表层海水 131I、134Cs、137Cs浓度分别短

暂上升至 161、172、186 Bq/L（2011年 4月 15日，在

距离核电站 30 km外的某近海监测点）。随后 5
月，海水 131I浓度快速下降至低于检出限（2011年 5
—7月，131I检出限设为 4 Bq/L），这与 I的半衰期以

及大量释放停止有关。2年内近海海水中Cs的浓

度降低 1~2个数量级，大部分监测点 137Cs浓度已接

近海水中的本底水平。90Sr分析耗时长，监测的部

分样品分析结果表明，2011年 8—11月 90Sr浓度是

本底值的 2~4倍（2010年福岛第一核电厂海域 90Sr
浓度范围为 0.98~1.3 mBq/L）。福岛县等沿岸海域

海水（采样点是福岛核电厂机组排水口附近点），在

2011年 3月高值达到近 10万 Bq/L，之后迅速降低

3~4个数量级，到 2012年降到 10 Bq/L以下，之后缓

慢降低。

2 海洋核应急监测主要内容

2.1 海洋核应急监测中关注的核素及监测项目

1）严重事故情况下放射性核素的释放。

在反应堆严重事故情况下，燃料元件、控制棒

及其他结构材料发生破损或熔化，大量放射性物质

释放，主要是裂变产物和结构材料活化产物。释放

的裂变产物包括惰性气体、卤素、碱金属、碱土金属

等。在严重事故情况下，放射性核素释放行为大体

分为 2组。第一组，挥发性裂变产物：惰性气体、

氪、氙、I、Cs与溴和铷，有时释放 Te。第二组，挥发

性较小的其他裂变产物与燃料的活化腐蚀产物[11]。

强挥发性放射性物质，100%从燃料元件内释出，包

括惰性气体（如 85Kr、133Xe）、I和 Cs（如 134Cs、137Cs）3
类。中等挥发性气体如 1%~20%的 Te、Sr、Br可能

从燃料元件内释出；非挥发性元素有少量释出。事

故发生后的前几天和几星期，最大的剂量贡献来

自 131I、132I、132Te、103Ru、140Ba和 141Ce这些短寿命核素。

其他裂变产物和堆芯结构材料活化腐蚀产物主要

以气溶胶形态存在并可转移到地坑水中，有 60Co、
58Co、59Fe、54Mn、51Cr、65Zn、95Zr、110mAg、124Sb、57Co、113Sn
和 117mSn。在排放液体中可能含有 95Zr、3H、134Cs、
137Cs、89Sr、90Sr、99mTc、54Mn、60Co[12-13]。

每种核素重要性不同[14]。从放射毒理学出发，

I与Cs最重要。在事故早期阶段，半衰期为 8.02 d
的短寿命 131I会对甲状腺产生很高的当量剂量。半

衰期分别为 2.06年和 30.17年的较长寿命 134Cs
和 137Cs通过外照射和内照射对当量剂量和有效剂

量均有贡献。137Cs可能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可能持

续造成辐射影响[4,8]。

2）监测项目。

开展核应急监测要考虑核事故早中晚期不同特

点[15]，主要监测介质、监测核素、监测频次等见表3。
在核事故早期，主要测量受大气沉降影响较大

的海洋上空大气/表层海水中 131I、137Cs、134Cs、总 β、
3H。在核事故中后期，监测介质扩大包括表层及深

表3 核事故早中晚期海洋放射性监测比较

核事故阶段

核事故早期

核事故中后期

主要监测介质

海洋上空大气/表层海水以

及海水中可食生物

重点监测海水（表层和深层

海水）、海底泥（沉积物）、海洋

可食生物

主要监测核素种类

131I、137Cs、134Cs、总β、3H

131I、134Cs、137Cs、90Sr、60Co、106Ru、110mAg、
14C，重点为 131I、137Cs、134Cs以及 90Sr等核素

监测频次

每天采集，必要时分析

中期监测频次为每周或每月

采样分析；后期监测频次恢复到

常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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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海水、沉积物、海洋生物等，主要监测 134Cs、137Cs、
90Sr、60Co、106Ru、110mAg、14C等[16]。

针对事故期间公众防护决策最迫切需要的放

射性监测数据，海洋核应急早期重点监测海洋上空

大气、表层海水以及海水中可食生物中的 γ能谱

（131I、137Cs、134Cs）。核事故中后期阶段重点监测海

水（表层和深层海水）、海底泥（沉积物）、海洋可食

生物中的 γ能谱（131I、137Cs、134Cs）以及 90Sr。其余放

射性核素的监测，根据监测目的及监测条件，适当

增加。

《海洋环境放射性核素监测技术规程》（HY/T
235—2018）提供了 γ能谱法快速测定核事故状态

下海水中 137Cs、134Cs、110mAg、60Co、58Co、54Mn、65Zn、
144Ce，以及气溶胶中 137Cs、134Cs、131I、110mAg的方法。

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开展了海洋环

境中放射性污染快速监测方法和标准规范研究，包

括“核事故中海水剂量率在线连续性监测技术规

范”“海水中人工放射性 γ核素监测技术规范”和

“海水中人工放射性核素锶-90监测技术规范”。

无论海洋核事故处于早期还是中后期，均需要

采集海洋中的可食生物或水产品。采样点一般应

包括核电站附近野生类和当地渔民的养殖场。可

食生物或水产品中需要检测标志性放射性核

素 131I、137Cs活度浓度。标志性放射性核素 131I、137Cs
更容易识别，可代表存在的所有其他放射性核素，

避免了开展昂贵又费时的综合同位素分析[17]。

2.2 监测范围及监测布点

可以根据海流、实时风向、核素在海洋中的扩

散模拟预测结果、核应急监测特点、核应急工作人

员辐射防护准则等，选定监测要素、监测站点、监测

人员装备及指导监测人员返回[18]。放射性物质释

放后，风向和扩散模型在初始分配用于场外监测和

采样的资源方面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但是，根据

IAEA核应急经验，环境监测和采样仍应在核电厂

附近的各个方向进行，而不仅仅是模型标示的区

域[1]。根据“《核动力厂核事故环境应急监测技术规

范》（HJ1128—2020）”[19]，可在核动力厂排放口布设

水体放射性自动监测系统，进行总α、总β及放射性

核素在线直接测量。可适当在滨海核电厂取水口、

排水口、周围大型排污口、海湾出口、养殖区集中区、

环境敏感区增设针对性采样点。在早期阶段，海上

重点监测范围为5 km，根据放射性污染情况，监测半

径可逐步扩大至30 km；对热功率≥1000 MW的反应

堆严重事故引起的大量放射性释放的情况，中、后期

阶段的监测范围应考虑扩展至300 km。
核应急辐射监测对海洋的监测布点原则为：在

海洋核应急早期，“在 5 km监测范围内按近密远疏

的原则，扇形布点，进行海水和海洋可食生物监测。

根据污染情况，监测范围扩展至 30 km，按 16个方

位划定的每个海上扇区至少布设一个海水采样分

析点位，必要时在海水采样同点位进行沉积物采

样”[19]；在海洋核应急中、后期阶段监测中，应综合

各种情况，监测范围有必要逐次向（30~90）km、
（90~300）km扩展[19]。

2.3 海洋放射性监测设备

放射性监测常用的测量仪器包括 γ谱仪、α谱

仪、液闪计数器、α/β计数器，见表 4[15-16]。核素测量

可以使用质谱仪（等离子体质谱仪、加速器质谱仪

等）、光谱仪、激光荧光分析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等。应急监测设备应包括β/γ剂量率仪、γ谱仪、个

人剂量计、表面污染监测仪以及空气取样器等[15-16]。

在海洋放射性监测网系统中，欧美国家建立了

主要以NaI晶体探测器为核心的监测系统，包括美

国、希腊、日本、比利时、德国和韩国[20]。例如德国

用碘化钠探测器直接测量海水中总的γ辐射。

目前国际上发展了拖曳式海床 γ谱仪测量系

统，该系统安装在潜水艇、无人遥控潜水器，以及海

洋浮标上进行就地监测的γ探测系统，实现海洋在

线连续实时监测[21-25]。不仅有走航式连续γ监测系

统（船载或水下γ监测系统），而且还包括走航式α/
β计数监测系统[26]。

应发展海洋高盐腐蚀环境下密封性好、通信可

靠、性能稳定的海洋在线实时放射性监测设备，研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快速/立体/实时监测

设备/系统，发展海上核应急总体装备技术及水平。

核应急监测设备的开发和使用，尽量与常规监

测系统及设备兼容，但是在设计上，仍需针对核应

急特点，在响应时间、测量量程、备用电源、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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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异常环境条件等多方面考虑。自动监测网站的

测读、记录和发送等（包括对气象参数）应按相关程

序规定转入频度更高的应急模式[15]。

海洋辐射探测器是实现海洋放射性实时监测

的核心[27]。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用于海洋

辐射环境监测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探测器及分

析解谱技术，并结合无人机、无人船、浮标、新型大

容量快速富集技术的联用，开展海试研究、提升仪

器性能。海洋放射性实时在线监测技术，世界范围

内数十个国家对其开展了研究，部分成熟的水下γ
能谱仪得到运用。国内亦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

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中船 719所）开发了海

水低放射性核素监测仪，可搭载浮标使用，将NaI
闪烁体探测器安装在浮标体下面不锈钢壳内，探头

距海水表面约 2~3 m，可实现对海洋环境辐射 4π
角度测量，辐射测量范围 5×102~1×107 Bq/m3，被测

能量范围可达到 0.08~2.5 MeV。山东省科学院海

洋仪器仪表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研制了基于

NaI（Tl）探测器的海洋放射性在线监测装置，包括

基于大浮标的海洋放射性原位监测系统以及适合

无人机/船等多平台多场景快速布放的新型应急快

速跟踪监测漂流浮标系统[28]。苏州热工研究院设

计了一种基于滨海核电站海上 γ 辐射剂量率的智

能化自动监测系统，并与防城港核电站合作于

2018年在防城港核电厂排水口附近海域投放了一

套海域辐射自动连续监测系统，开展了海水、空气

中 γ辐射剂量率及有关气象参数的监测[29]。清华

大学报道了一套基于NaI（Tl）闪烁体的海水放射性

监测装置样机[30]。但仍需要加大研发力度，优化产

品及性能，在海域监测中推广应用[30]。

2.4 监测方式、监测方法及监测网络

海水放射性监测方式有 2类：一类是现场船舶

采样后送实验室（包括陆地实验室、船载移动实验

室）分析；另一类是在线实时连续监测，例如海水放

射性核素自动富集实时监测系统、无人机/船自动

监测系统、原位监测[31-35]。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已建立了较完整的海洋

放射性监测网络，部分实现海洋放射性在线连续监

测。德国利用环境放射性监测综合测量和信息系

统实现海域日常性监测及事故监测，包括离岸监测

站、岸基监测站和移动测量船。

20世纪 60年代，中国开始近海海域放射性监

测工作。1984年，中国组建了“全国海洋污染监测

网”。中国海洋辐射监测力量仍较为薄弱，与发达

国家有较大差距，而且各地区海洋放射性监测能力

差异较大[33-34]。目前，国内主要还是采用现场采样

送实验室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可靠，但是耗时长、

对人员要求高、应急性较差[25]。与陆地辐射监测比

较，陆地辐射监测是固定式大规模区域覆盖，而海

上目前多依赖移动舰船海水取样等方式，覆盖区域

有限。中国需要发展海洋环境辐射实时在线监测

技术及装备，用于日常监管以及核应急时可开展基

于无人机的放射性水平监测浮标的快速布放和自

组织自愈无线传感网的构建、无人船搭载核辐射探

测设备进行海水放射性核素自动富集实时监测等。

中国已积累了大量非事故条件下的海洋放射

性监测数据，包括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海洋放射生

态调查、核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及海洋放射性环境调

表4 主要放射性监测设备

种类

γ谱仪

α谱仪

液体闪烁能谱仪/
计数器

α/β计数器

主要用途

快速定性定量分析具有 γ辐射的放射性核素的基本手段，可以确定核素组成、污染程度，可以测量大

部分海洋放射性监测关注的核素，包括 137Cs、134Cs等
可以测量 210Po、234Th、232Th、230Th、229Th、234U、238U、239Pu、240Pu等，射线穿透能力低，对制样要求较高

测量 3H和 14C等低能β射线的强度及核素活度

可以测量总β、90Sr等，计数器价格低、保养简单。总β放射性是判断海洋环境放射性是否异常的一项

比较简便的指标，海水样品经沉淀富集后用β计数器检测。海水中的 131I，用离子交换树脂富集后采用β
计数法测量。海水中的 90Sr采用离子交换法或萃取剂萃取进行化学分离、精制后，用β计数器计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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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但数据零散不集中。加强海洋辐射监测网以

及建设海洋放射性数据库，对于海域辐射后果评

价、海域辐射环境安全保障、有效开展海上核应急

准备和响应行动具有重要意义[31-36]。

核应急早期，除了泄漏点附近海水中放射性水

平较高时可以直接采样测量外，核事故中后期海水

放射性核素浓度降低，需要进行大体积水样富集后

再用γ谱仪分析，例如磷钼酸铵法或亚铁氰化钾进

行吸附富集后再进行测量。海洋的放射性，无论海

水、沉积物还是海洋生物等介质中放射性是低水平

或极低水平，即使是事故后海域放射性监测，因洋

流迅速稀释扩散，要找到可直接测量放射性的海水

样品，也较为困难。海水中又含有高盐等大量干扰

离子，一般需富集分离后再用计数法测量。放射性

计数方法是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海洋放射性监

测的主流方法、成熟技术[33-36]。自然资源部第一海

洋研究所研发了一款水体放射性快速监测仪，采用

了可以高效富集铯的滤芯材料[37]。监测仪安装在

调查船实验室内，水泵将海水抽上来，样芯富集放

射性核素后将海水排回大海。该监测仪在 2016年
黄海海域开展了 10 d走航式监测，获得 22个富集

样芯，每个样芯都富集了 800 L海水中的放射性铯

元素。样芯经高纯锗伽玛谱仪直接测量，即可获得

海水中放射性铯比活度，再结合位置信息，可以描

述调查区域放射性铯分布状况。针对不同放射性

核素，需要针对性开发适合这些核素的高选择性吸

附、萃取、沉淀、离子交换的药剂及高效吸附材料。

新材料、纳米技术的发展，为设计制备用于海水中

放射性核素的高效富集、快速监测提供了新材料和

新方法。针对核素富集检测需求，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多家单位开展了锶、铯、钴等多

种稳定同位素吸附材料的研制工作。高选择性吸

附材料的设计制备及研究工作仍然是海洋放射性

核素监测中的一项重要基础研究工作[36]。

2.5 监测数据指导核应急响应

海洋核应急监测是场外核应急监测的一部分，

是对海洋环境进行的非常规性监测。核应急监测

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公众，目的是为实施紧急防护行

动、掌握环境影响及剂量评价以及信息公开提供监

测数据[19]。

场外核应急防护行动通过 2种方法开展：一是

根据应急分级系统在预先建立的应急区域内实施

初始响应行动；二是一旦监测结果可用，则根据监

测结果并与预先确定的操作干预水平OILs进行比

较后启动相应的防护行动。防护行动包括：隐蔽、

撤离、碘预防、停止和替代食品与饮水等紧急防护

行动，以及临时避迁、永久再定居、停止和替代食品

与饮水等较长期防护行动[38-40]。

环境监测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用于评估核事故

源项，从而进一步指导核应急响应行动。日本利用

改进后的环境应急剂量预测系统（SPEEDI）和环境

监测资料，对放射线物质大气释放量进行了反向计

算，获得放射线物质大气释放量。切尔诺贝利和福

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表明，能触发场外紧急防护行动

的放射性释放位置、大小和时间难以预测。用计算

模型获得的放射性核素的影响范围及程度，其预测

结果非常不确定且需要基于监测结果不断地修

正[38]。如何基于有限的应急监测数据去重构整个

区域的辐射场，是海洋与陆地辐射监测的主要区别

以及难点之一。基于辐射场实测值的源项反演技

术正在发展。

放射性核素在海洋中的准确移动很难单独通

过测量进行评价，可以利用一些海洋输运模型对海

洋弥散进行估计。福岛核事故后多国学者及组织

使用一些海洋模型估算了海洋中 137Cs等核素的活

度浓度[1-4]。日本原子能机构（JAEA）结合海洋核素

扩散模型研究基础，开发了一套海洋环境放射性短

期应急评价系统，结合大气扩散预测系统，可综合

预测空气和海洋中的环境污染[41]。生态环境部核

与辐射安全中心开发了核电厂海域放射性后果评

价系统，可对中国不同核电厂址核事故下液态放射

性物质的排放进行污染物输运路径模拟[42]；自然资

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设计了一款海洋放射性监测

预警技术支持平台，可以查看部分滨海核电厂及邻

近海域环境变化，模拟放射性核素在海洋环境中的

迁移扩散、制定和生成海上应急监测方案、审核与

评价海洋放射性监测数据以及开展海洋生物辐射

风险评估等[43]。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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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开发了人工放射性核素跟踪监测软件系统平台，

可以完成辐射监测数据、仪器位置状态等信息的实

时显示，并具有数据模拟和演示功能。建议进一步

开发优化具有海洋核素扩散模拟预测、海洋应急监

测、可提出核应急防护行动建议等综合功能的海上

核应急辅助决策支持系统，有助于提升海上核应急

辅助决策水平，完善目前以陆域大气扩散预测为主

的核事故后果评价/核应急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3 结论

日本福岛核事故促使各国对核电事故的发生

和应急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现有核应急体系、辐

射环境监测体系（监测网等）主要围绕陆域开展，海

洋辐射监测力量较为薄弱、自动化程度低。如何加

强海洋核应急辐射监测能力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

容。中国需要加强研究海洋核应急监测布点、改进

取样及分析技术，丰富和完善海洋核应急监测方

案；加强海洋核应急实时监测技术及装备的研发、

优化及推广工作；加强海水中目标核素快速高效富

集浓缩材料、核素海洋模拟扩散模型等相关的基础

性研究工作；发展海洋核应急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提高海上核应急响应水平，最大限度避免放射性排

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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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radioactivity emission and monitoring after Fukushima

Daiichi Accident

AbstractAbstract Marine radioactivity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marine nuclear safety. The effluent released to
marine and marine monitoring after Japan's Fukushima Daiichi accident were briefly reviewed. The marine radioactivity
monitoring work were introduced, including monitoring contents, monitoring methods, monitoring equipment and monitoring data
to guide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marine radioactivity detection technology
were proposed.
KeywordsKeywords nuclear accident; marine emergency radioactivity monitoring; nuclea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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